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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作为信息传播和组织动员的媒介，互联网本身并不必然具有“反体制性”，对互联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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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 1994 年因特网( Internet) 正式进入中国以来，互联网在过去二十多年间以爆炸

式的速度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三十九次《中国互联网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中国网民数量已经突破 7. 31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53. 2%，人均周上网时长达 26. 4 小时。无论覆盖广度还是使用深度，中国在各项观察指

标上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大国。互联网在信息渠道、公共领域和集体行动平台

等方面对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提出了挑战，也给公民的政治参与模式带来了革命性

变化。基于数字媒介的信息传播技术赋予了个体行动者全新的沟通、组织和动员手段，在

提高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同时也丰富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形式; 基于虚拟空间的网络互动

平台在降低政治参与成本的同时也拓展了政治参与的领域与范围，实现了“线上”、“线

下”政治参与的互动甚至双向转化。
对于中国政治发展而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可谓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以互联网为依

托的有序政治参与为政治文明建设注入了全新的动力，比如近年来兴起的网民通过微博、
BBS 论坛、政府网站留言板、领导信箱等多种形式的网络问政、网络监督，为推进政府决策



和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发挥了积极作用，“网络民主”( Cyber Democracy) 方兴未艾; 另一

方面，作为新兴事物，互联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难以匹配其规模和膨胀速度，互联网

本身的虚拟性、匿名性、无序性、开放性等特征则进一步凸显了其负面隐患。无论是在

“线上”制造与散播谣言、宣泄非理性情绪，还是通过互联网组织“线下”的越级上访、游行

示威乃至群体性事件，互联网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结合都给转型期中国的政治秩序和

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压力与挑战。近年来，在厦门“PX 事件”、贵州瓮安、湖北石首、广东

乌坎、四川什邡、江苏启东等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中，互联网都扮演了舆情“助燃器”的角

色。毫不夸张地说，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最大变量”。在这种背景下，深化

对互联网与网民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目前研究互联网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文献浩如烟海 ( 黄荣贵，2010; 翁士洪

等，2013; 黄杰，2015; 汪建华，2011; 曾繁旭等，2013; 杨国斌，2012; 陈云松，2013 ) ，但仍呈

现出以下三点不足: 一是偏重理论探讨或针对个案的定性分析，缺乏基于全国代表性网民

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理论研究、案例研究固然能够为我们理解互联网与非制度化政治

参与的关系提供富有洞见的视角，但离开了数据的支撑，其解释力将受到严重限制; 二是

研究视角偏重宏观，缺乏微观分析。不少研究笼统地将互联网视为整体结构，缺乏对互联

网概念精细的操作化，导致论述难以深入。三是逻辑链条不完整，尤其缺乏中介机制的研

究。不少研究仍然停留在对互联网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判定，尝试进一步打

开因果机制“黑箱”的研究仍属凤毛麟角。鉴于此，本研究将立足全国代表性网民样本调

查数据，将互联网操作化为“使用目的”和“信息偏好”，以政治信任、民主观念等政治态度

作为中介变量，提出“互联网—政治态度—政治参与”的分析框架并进行实证检验，从而

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文献回顾、研究假设与理论框架

( 一)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类型学考察

政治参与是公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过程，根据参与者的行为是否符合政权所认可

并由法律和制度所规定的程序、步骤与方式，研究者往往将其分为制度化 ( institutional-
ized) 和非制度化( non － institutionalized) 两类，前者属于常规政治的范畴，后者则往往与社

会运动、大众反抗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政治体

系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迁的结果，是组织与程序无法

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表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往往会经历由个体

行动向集体行动、由低政治领域向高政治领域的演进过程 ( 亨廷顿等，1989: 179 ～ 80 ) 。
当代中国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个人接触行为 ( 如联系有影响力的人、
越级上访) 、个人抗拒行为( 如拒绝缴税) 、集体抗拒行为( 如联名抵制、游行示威) 和集体

暴力行为( 如群体性事件) ，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则将上述行为由现实社会拓展到虚拟空

间。根据行动场所和组织化程度两个维度，可以将互联网时代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划分

为四类(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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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互联网时代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行动场所
组织化程度

虚拟空间 现实社会

低
线上个体型

( 发帖批评政府)
线下个体型

( 联系有影响力的人、媒体或社会组织)

高
线上群体型

( 讨论集体行动)
线下群体型

( 联名抵制、游行示威)

一般来说，与主要以沟通或利益表达为行动取向的个体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相比，群

体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组织化程度较高，更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抗争运动; 与主要发生在

虚拟空间的线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相比，发生在现实社会的线下非制度化参与对政治秩

序所造成的冲击更为直接和严重。因此，通过“分散化”、“虚拟化”等技术手段将非制度

化政治参与控制在“个体”和“线上”领域，是互联网时代重要的国家治理策略。然而，不

同类型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并不总是存在严格界限或简单地此消彼长，而有可能同

时发生、相互促进或者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对象将涵盖上述四类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
( 二) 互联网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基于“使用目的”与“信息偏好”
关于互联网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着“技术决定论”与“社会

决定论”之争( 尹冬华，2009) 。前者强调互联网的技术属性，认为作为新技术的互联网在

动员结构、政治机会和框架化工具等方面赋予了传统社会抗争新的动力( Garrett，2006) 。
在这种观点看来，互联网不仅直接促成了大规模的线下抗争，而且其本身也成为了社会抗

争的新场所、新平台( Earl，2006; Mercea，2012 ) ，因此对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而言，互联

网所扮演的是“助推器”的角色( Van De Donk et al. ，2004) 。与之相反，社会决定论则强

调互联网的社会属性，认为互联网内嵌于特定社会结构之中，作为现实社会关系和社会网

络在虚拟空间的延伸，互联网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取决于“国家—社会”关系

( Zheng，2007) 、社会资本( Williams，2007) 等因素，而互联网本身并不必然带来非制度化

政治参与。考虑到信息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数字鸿沟”，互联网甚至还有可能降低普通

网民参与政治的能力和意愿，最终扮演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减压阀”的角色( Jennings ＆
Zeitner，2003) 。
“助推器”也好“减压阀”也罢，“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都属于宏观主义视角，

缺乏对互联网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关系的微观解读。事实上，作为互联网的使用者和政

治参与的行为主体，“人”恰恰是最为关键的环节。不同的人在互联网使用目的和信息偏

好上大相径庭，这种差异是影响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关键因素。有研究发现，上网时间、
网络政治信息接触、网络社区归属感等因素均会对网络政治参与模式产生影响( 李亚妤，

2011) ; 一般来说，收发电子邮件、网络聊天、社交类网络服务( SNS) 等互联网使用偏好有

助于拓展社会资本，而玩网络游戏会侵蚀社会资本( 钟智锦，2015) ; 社交型网站的使用强

度与发起线下活动的参与意愿存在正相关性( 刘静等，2010) ; 在互联网中与他人互动频

繁的用户更容易介入请愿、向政府写意见信等活动( Weber，2003) 。此外，只有以获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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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为目的的互联网使用才会促进网民的政治参与，而以娱乐消遣为目的的网络使用反而

有可能抑制政治参与( Shah et al． ，2001) 。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将网民的互联网使用操作化为使用目的( 社交型 /自我型) 和信

息偏好( 时政类 /娱乐类) 两个维度，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 互联网使用目的对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显著影响。社交型网络使用促

进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自我型网络使用抑制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H2 互联网信息偏好对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显著影响，时政类信息偏好促进

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娱乐类信息偏好抑制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 三) 政治态度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基于“政治信任”和“民主观念”
作为人们对政治的认知、信念、情感和评价等心理活动的总和，政治态度是政治行为

的意向和准备状态，政治行为则是政治态度的外显和最终结果。受到能力、环境等客观条

件的限制，主观的政治态度并不一定总是能够成功地转化为客观的政治行为，但政治行为

的发生往往受到特定政治态度的支配和指引。换言之，政治态度是政治参与得以发生的

必要心理条件，其中“政治信任”和“民主观念”居于重要地位。
政治信任是公民基于对政府以及整个政治体系的感知、判断而产生的政治态度，它包

括特定型( specific) 和弥散型( diffuse) 两类，前者指针对政府官员、政治机构的具体信任，

后者指对政治共同体和政治体制的抽象信任( 伊斯顿，1999) 。一般认为，公民的政治信

任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Kaase，1999) 。在特定型政治信任方面，当

代中国“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导致人们习惯于寻找绕过基层政府的利益表达途径，

对地方政府能力、政策或价值立场的怀疑所酝酿的不满情绪往往成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行为的导火索( 谢秋山等，2012) ; 在弥散型政治信任方面，有研究表明以体制为基础( re-
gime － based) 的国家信任、政党信任对于非制度政治参与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王丽萍，

2010) 。
民主观念即公众对于民主的定义、理解和诉求。尽管几乎人人都宣称自己是民主的

拥趸，但事实上个体之间的民主观念具有高度异质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程序民主”与

“实质民主”两种民主观念的差异( Canache，2012 ) 。在民主已经成为政治合法性最重要

的论述方式的当代，民主观念的差异会导致人们政治心理和行为模式的变化。一般认为，

随着人们表达、监督、批判和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以竞争性选举、程序与规范、权利与自

由为主要内容的“程序型”民主观念逐渐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观念“水位”的上

涨意味着一旦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无法容纳程序型民主观念的要求，则容易触发非制

度化政治参与。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对政治态度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关系提出以下假设:

H3 政治信任对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显著影响，特定型政治信任和弥散型政

治信任均抑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H4 民主观念对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显著影响，程序型民主观念促进非制度

化政治参与，实质型民主观念抑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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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互联网、政治态度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一个分析框架

上述分析表明，政治态度可能是联结互联网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中介变量。一旦

H3、H4 得到验证，倘若能够证明“互联网使用影响网民的政治态度”，那么我们就有理由

认为互联网是通过对网民政治态度的影响构造着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心理基础。事实

上，目前已有一些研究揭示了互联网使用对网民政治信任、民主观念的影响( 卢家银等，

2015; 苏振华，2015) 。鉴于此，我们提出“互联网—政治态度—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分

析框架( 见图 1) 。

图 1:“互联网—政治态度—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分析框架

在该框架中，社交型网络使用、时政类信息偏好会削弱网民的政治信任、强化其程序

型民主观念，从而促进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 自我型网络使用、娱乐类信息偏好则会增

强其政治信任、弱化其程序型民主观念，从而抑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接下来我们将

利用全国代表性网民的调查数据，对本文的研究假设和该分析框架进行实证检验。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设计并实施的“互联网与社交媒体调

查”。该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概率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相结合的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

内随机抽取了 70 个县级单位的 5654 户家庭，并于 2014 年 5 月 ～ 8 月进行入户问卷访问，

最终共完成 3747 份有效问卷。本文以“您是否上网”为标准，选取其中 1953 名网民样本

为研究对象。
( 二) 变量描述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在问卷中，有“在网上批评政府官员或政

策”、“在网上讨论过游行 /静坐 /示威 /群体性事件”、“向上级政府领导 /通过媒体 /通过社

会组织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在请愿书上签过名 /参加过游行 /静坐 /示威 /群体性事件”
的经历，分别代表线上个体型、线上群体型、线下个体型、线下群体型等四类非制度化政治

参与。根据受访者回答“是”或“否”①，建立四个( 0，1) 编码的二分变量。
本研究的五组自变量包括网民的网络使用目的、网络信息偏好、特定型政治信任、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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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型政治信任和程序型民主观念，测量指标及赋值规则如下: 1. 网络使用目的。“过去一

周之内上网使用微信 /阅读发送电子邮件 /在社会化媒体如博客微博上发帖 /接打电话 /收
发短信”代表社交型网络使用;“过去一周之内上网玩游戏 /听音乐 /看视频 /购物 /看电子

书”代表自我型网络使用，每项选择“是”则赋值“1”，最终加总得到取值范围［0 － 5］的定

距变量。2. 网络信息偏好。“在互联网上经常关注群体性事件 /贪污腐败案件 /政府政

策 /领导人动态的新闻”代表时政类网络信息偏好，为取值范围［0 － 4］的定距变量;“在互

联网上经常关注名人八卦的新闻”代表娱乐类网络信息偏好，为( 0，1) 编码的虚拟变量。
3. 特定型政治信任。测量指标为“您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县市政府 /中央政府”，从“非常不

信任”到“非常信任”依次记 0 至 3 分，最终加总得到取值范围［0 － 6］的定距变量。4. 弥

散型政治信任。由“即使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国家，我也更愿意做中国公民”、“我国目前

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两道题目组成。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记

0 至 4 分，最终加总得到取值范围［0 － 8］的定距变量。5. 程序型民主观念。由“人们应

该通过公开公正定期选举来选择领导人”、“人们应该享有言论游行示威自由”两道题目

组成，赋值规则同上。此外，本研究选取受访者性别、年龄、教育水平( 测量指标为接受正

式教育的年限) 作为控制变量。
( 三) 分析方法

根据因变量的取值特征，本文采取二分类逻辑斯蒂回归(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方

法对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进行概率预测。其表达公式为:

logit(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 a + b1 控制变量 + b2 网络使用目的 + b3 网络信息偏好 +
b4 弥散型政治信任 + b5 特定型政治信任 + b6 程序型民主观念

四、模型与讨论

( 一) 探寻影响关系: 基于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为了探寻互联网、政治态度对不同类型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影响是否存在差

别，笔者以四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为因变量构建了四个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见表 2 ) 。模

型 1 至模型 4 的常数项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p ＜ 0. 01 ) ，说明我们选取的自变量对四类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较强解释力。通过模型之间比较我们发现:

首先，在网络使用目的方面，社交型网络使用显著地提高了网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

可能性，在过去一周之内上网使用过微信、阅读发送电子邮件、在博客微博上发帖、接打电

话、收发短信的受访者，卷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概率是未使用者的 1. 56 至 1. 78 倍( p ＜
0. 005) ; 与此同时，玩游戏、听音乐、看视频、购物、看电子书等自我型网络使用对线下个

体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p ＜ 0. 05) 。假设 H1 基本成立。
其次，在网络信息偏好方面，时政类网络信息偏好提高了网民线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的概率( p ＜ 0. 05) ，但对线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娱乐类网络信息偏

好与四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相关性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 H2 部分成立。
第三，在政治信任方面，与假设 H3 恰恰相反，网民的特定型政治信任与其线上非制

度化政治参与和线下个体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均呈现正相关关系( p ＜ 0. 001) ，除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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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群体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外，网民的行为模式基本遵循“越信任、越参与”的规律，这

意味着网民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构成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心理前

提; 与此同时，网民的弥散型政治信任则显著地抑制了四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
第四，在民主观念方面，假设 H4 基本成立。但值得注意的是，程序型民主观念对网

民线上和线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具体来说，受访者对“人们应该

通过公开公正定期选举来选择领导人”和“人们应该享有言论游行示威自由”的认可程度

越高，从事线上个体型和群体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均越高( p ＜ 0. 05) ，但从事线

下个体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却越低( p ＜ 0. 05 ) ，线下群体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则不受其影响。
最后，在控制变量方面，受访者的年龄与线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呈负相关( p ＜

0. 1) ，其原因显然在于互联网使用的代际鸿沟。性别、教育程度的影响则不显著。

表 2: 网民四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 binary logistic 回归模型

模型 1
线上个体型
( N =1362)

模型 2
线上群体型
( N =1357)

模型 3
线下个体型
( N =1344)

模型 4
线下群体型
( N =1351)

回归系数 发生比 回归系数 发生比 回归系数 发生比 回归系数 发生比

网络使用目的

社交型 0. 447＊＊＊ 1. 563 0. 539＊＊＊ 1. 714 0. 523＊＊＊ 1. 687 0. 576＊＊＊ 1. 779
自我型 － 0. 150 0. 860 － 0. 156 0. 855 － 0. 171* 0. 843 0. 040 1. 040

网络信息偏好

时政类 0. 221* 1. 248 0. 266* 1. 305 0. 048 1. 050 － 0. 102 0. 903
娱乐类 － 0. 141 0. 868 － 0. 241 0. 786 0. 012 1. 012 0. 040 1. 041

政治态度

特定型政治信任 0. 583＊＊＊ 1. 791 0. 807＊＊＊ 2. 241 0. 458＊＊＊ 1. 580 0. 125 1. 134
弥散型政治信任 － 0. 295＊＊＊ 0. 745 － 0. 240＊＊ 0. 787 － 0. 130* 0. 878 － 0. 237＊＊ 0. 789
程序型民主观念 0. 213* 1. 237 0. 275* 1. 317 － 0. 164* 0. 849 － 0. 115 0. 891

控制变量

性别 － 0. 014 0. 986 － 0. 152 0. 859 0. 141 1. 152 0. 577* 1. 782
年龄 － 0. 022 + 0. 978 － 0. 038* 0. 963 0. 008 1. 008 0. 015 1. 015

教育程度 0. 003 1. 003 － 0. 031 0. 969 0. 035 1. 036 0. 009 1. 009
常数 － 5. 295＊＊＊ 0. 005 － 6. 400＊＊＊ 0. 002 － 3. 485＊＊＊ 0. 031 － 3. 477＊＊ 0. 031

－ 2 Log Likelihood 548. 752 459. 961 1109. 337 508. 222
Cox＆Snell Ｒ2 0. 055 0. 076 0. 103 0. 043

Chi2 76. 530＊＊＊ 106. 634＊＊＊ 145. 803＊＊＊ 59. 809＊＊＊

注: ＊＊＊表示 0. 005 的显著水平，＊＊表示 0. 01 的显著水平，* 表示 0. 05 的显著水平，+ 表示 0. 1 的

显著水平。

( 二) 解释因果机制: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

为了进一步解释互联网、政治态度对网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因果机制，笔者基于

前述理论框架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 见图 2) 。模型各项拟合指标良好，说明“互联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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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态度—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理论框架具有较强解释力。模型中所有的路径系数均为

标准化系数，实线代表正面影响，虚线代表负面影响，考虑到模型的简洁，不显著的路径从

模型中予以删除。

注: ML Chi2 = 716. 69＊＊＊，df = 25，ＲMSEA = 0. 12，AIC = 833. 00，GFI = 0. 93，NFI = 0. 72，ECVI = 0. 43。

图 2: 互联网、政治态度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结构方程模型( N =1953)

从该模型中我们主要有两方面的发现: 一方面，在互联网使用与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

参与之间，政治态度的中介效应非常显著。社交型网络使用对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既产生直接的促进效应，又通过强化特定型政治信任产生间接的促进效应; 自我型网络使

用则会弱化网民的特定型政治信任和程序型民主观念，从而间接地抑制线上非制度化政

治参与; 时政类网络信息偏好对网民的线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既产生直接促进效应，又通

过强化网民的程序型民主观念产生间接的促进效应; 而娱乐型网络信息偏好与政治态度、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则不具有相关性。另一方面，对于不同类型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而言，网民政治态度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特定型政治信任对线上、线下个体型非制度化

政治参与的抑制效应明显，但对线下群体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并不存在显著影响; 程序型

民主观念在促进线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同时，却抑制了线下个体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五、结语: 理论创新与政策寓意

本文基于全国代表性网民调查数据，对互联网、政治态度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初步解释了其因果机制。文章的理论创新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

面，基于微观视角重新审视互联网，揭示了其工具性、中立性。与传统研究偏重宏观视角、
强调互联网的整体结构不同，本文从“网络使用目的”和“网络信息偏好”入手，对互联网

进行更为细致的概念操作化，结果发现社交型 /自我型网络使用、时政类 /娱乐类信息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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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四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在方向和强度上存在差别。这说明作为信息传播

和组织动员的媒介，互联网本身是中立的，它并不必然具有“反体制性”，对互联网政治后

果的理解应超越“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之争，将视角转向其使用者的特征。另一

方面，将政治态度作为中介变量纳入分析框架，搭建了互联网与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心理

桥梁。本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首先影响网民的政治态度，进而影响网民的政治行为，这为

政治心理学关于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本研究的具体结论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挑战性。研究表明特定型政治信任不是抑制

而是促进了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网民是基于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才进行非制

度化政治参与的，说明网民对政府解决其面临的实际问题抱有非常高的政治期待，只是由

于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缺失或阻塞，其政治参与才呈现出非制度化甚至“反体制”的特

征。研究表明弥散型政治信任能有效抑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这说明转型期的政治秩序

与社会稳定有赖于民族自豪感、身份归属感等政治心理层面因素的保障，如何在政治社会

化的过程中强化公民的国家认同、政治体制认同是摆在执政者面前的重大课题。研究发

现程序型民主观念在促进线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同时抑制了线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说明在政治行动者的观念转化成行动、虚拟空间的行动转化成现实社会的行动的过程中，

会受到资源、利益、观念、动员、社会网络、政治机会等结构性条件的制约。
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来说，上述结论具有深刻的政策寓意。首先，网民非制度化政治参

与的背后反映了较高的特定型政治信任，说明政府不应该运用“零和博弈”的对抗思维看

待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而要通过提高对公众合理合法诉求的回应性来维护和培育公众对

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从而不断夯实合法性基础; 其次，弥散型政治信任、程序型民主

观念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显著影响，彰显了社会经济转型期政治话语和政治观念的重

要性，政府必须通过政治社会化手段对公民的政治价值观进行正确引导，尤其是需要破除

奉竞争性选举为圭臬的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观念的话语陷阱和理论谜思，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为转型期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观念指引和心理支撑。第三，互联网本身并不必

然带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其政治后果归根结底取决于人们为何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它，面

对信息化时代政府完全没有必要谈“网”色变，而是应当聚焦制度建设，将网民的政治参

与引导至制度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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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Political Attitude and Non －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1953 Netizen Ｒespondents

Wang Heng1 ＆ Ji Chengyuan2

( 1．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2． School of Govern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Abstract: Netizens' different surfing purposes and information preferences in internet using shape different polit-
ical participation behaviors，and the intervening mechanism lies in political attitudes，which contain political
trust and democratic conception． To be more specific，the social use purpose and political information prefer-
ence online significantly weaken netizens' political trust and strengthen their procedural democratic conception，

thereby promoting non －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 the contrary，the egocentric use purpose and
entertainment information preference online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 netizens' political trust and substantive dem-
ocratic conception，thus restraining non －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is finding signifies that，as
a media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the internet is neutral，which means there
is no positive connection between internet and non －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era，the government has nothing to fear when it comes to the internet． Ｒather，it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internet，in order to institutionalize citiz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ur understanding on the political conse-
quence of the internet should go beyond the debates between techn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terminism，and turn
into the users' political psychology．
Key words: Internet; Political Trust; Democratic Concep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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